
一、引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初级发展状态与问题

中国社会工作目前处于职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社会工作理论、学科研究，还是社会工作

实践、实务、服务和社会工作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展都不均衡。这走了一条先有教育、后有

实践的道路，在理论研究上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在此情境下，社会工作想要成为一门职业，究竟需要

哪些前提条件，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分析。我们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社会工作作为职业”

的状况：一是国家层面是否有社会工作立法、社会工作法律体系，以确保社会工作的法律依据和财政

来源，或者政府是否出台了可以解读社会工作的政策或文件；二是社会层面是否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发

展角度明确定位了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任务，是否澄清了社会工作与社会的关系；三是机构层面：社会

工作是否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组织。四是知识体系层面而言，

社会工作是否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能向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比如应对贫困、失业或疾病)、并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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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性地分析自身的知识体系(Otto，2018)；五是行动自主性层面，社会工作是否拥有较高的行动自主

性，社会工作者能否相对独立地组织开展自己的工作、无需受制于行政指令或自由经济市场的影响；

六是社会认可度和薪酬水平层面，百姓和政府是否熟知或认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是否拥有较为满

意、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

就我国而言，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着诸多掣肘。首先是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欠缺，导致名不正难言顺

的状态。政府虽然近几年出台了许多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文件，并大力推行社会工作，但这些文件大多

停留在“倡导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描述层面，而能确立社会工作法律依据、确保社会工

作财政来源、保障社会工作落地实施的“社会工作立法”至今尚为空缺。在法律依据层面，比如“社会

工作要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中发挥作用”，而当社会工作者涉及具体案例，需要做出抉择和行动时却

缺少具体依据。如，某儿童的父母一方是精神病患者、另一方在监狱中服刑，社会工作者有哪些法律

依据、允许做出哪些干预，便模糊不清了。二是在财政来源层面，目前几乎所有社会工作机构完全依

赖项目制生存，这种机制虽然可以确保政府资金用于基层组织，但它与其他所有管理机制一样，根植

于“中央集中管理型”国家模式下的管理体制之中，这就决定了项目制资金与其他资金一样，成为一种

可以被权利和关系所操控的资源，决定国家资金流向的不是百姓需求和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性，而是

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利益交换和资源争夺。三是在落地实施层面，“中央集中管理型”的国家模式决定

了社会工作被自上而下推行的发展方式。这种通过各级政府逐级推行的方式，一方面力度较大、利于

快速推行(这也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当国家的各类重大社会工作战略部署，被一级一

级地下达到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时，能够真正实施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众多不确定因素。同时，这种

“被自上而下推行”的发展方式带有极强的行政任务色彩，它决定了中国社会工作根植于行政管理机

制的生长特征(有别于西方社会工作自下而上出现、根植于百姓需求的生长特征)。四是从社会层面

而言，从国家出台的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文件描述来看，“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发展、文化发展的

均衡发展中，社会工作起着重要作用”，但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作用究竟与社会层面有何关联，

这点并不清晰。人们只会喊“助人自助”，而这一口号只涉及社会工作面对个体的功能。五是机构层

面。如上所述，行政任务是自上而下的、百姓需求是自下而上的，当两种方向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为

了自保，会偏向行政职能。以非官方机构为例:在法律依据和财政来源无法保障的前提下，社会工作

机构只能“先保命”、在利益交换和资源争夺的夹缝中求生存。为了生存，很多社会工作机构甚至演变

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他们的任务只是“跑项目”，一些社会工作机构演变成“项目包工头”，“只要能申

请到经费什么都做，项目结束后什么都不做。”“跑项目”成为核心任务。“主观设计的项目”被称为“作

品”“品牌”，完成项目的过程沦为一种“活动作秀”“照片收集”“数字统计”。社会工作变成：似乎任何

问题都可以“插手”，但同时又变成：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替代之。因为与百姓需求脱节，很多社会工作

者不得不用“发礼品”“引诱服务对象参加设计好的活动”。这种机构层面的“社会工作异化现象”，与

社会工作机构所处的位置和处境直接相关：社会工作机构界于国家/政府和百姓之间。理想情况下，

社会工作机构应该在两者之间承担着双重功能，而在中国，它们迫于生存压力，单方面地倒向资助方，

甚至沦为行政工具，即“只向上仰视”，而百姓需求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完全无视。这种“社会工作

异化现象”直接决定了第四、第五、第六层面的状况：因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重心和精力并不在百姓需求

和应对社会问题上，“知识体系”本身成为摆设或者纸上谈兵；迫于生存，必须依附于体制、甚至沦为行

政工具，使得社会工作者很难拥有行动自主性；“追求表面政绩”、“将社会工作标准化、流程化、指标

化、数字化”倾向日益严重，工作流于表面、薪酬低下、岗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一线社会工作者对

社会工作充满失望和不满。这种“社会工作异化现象”的后果是显然的:百姓不清楚“社会工作是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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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对其毫无兴趣、更谈不上认可。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政府一样很难认可社会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上述六个层面的分析只涉及社会工作领域的局部状况，而非全部。另一方

面中国的区域性差异很大，它只能代表某些区域的状况，而非全国。但从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现

状来看，社会工作在中国尚未成为一种公众普遍认可的职业。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工作充其量处

于职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而造成这种初级发展状态以及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社会工作三大

领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尤其是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缺失，亦与中国截至目前还没有一本社会工作法

典有着极大关联。社会工作立法虽然是国家行为，但国家层面的社会工作立法，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

其他层面(社会层面、机构层面、知识体系、行动自主性、社会认可度和薪酬水平层面)密切相关，甚至

它作为核心统领层面直接决定着其他层面的发展状态。因此，社会工作立法是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

种真正职业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其一，社会工作立法有其必要性。其二，中国兼有中央集中管理型国

家和自由经济型国家的特性，这一特殊国家模式使得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和整体统筹成为可能，强国

家弱社会的格局使得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其核心统领的作用，社会工作立法有其可能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工业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相对较高，这一方面与其社会工作三大

领域的均衡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相对成熟的社会工作立法有关，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其较强的国

家性决定了国家的核心统筹作用，社会工作立法便是这种核心统筹功能的一种体现。本文以国家性

较强的德国为例，以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为例阐释其法律体系，以期产出对中国的意义。

二、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概念与框架

本文中的“儿童”是指14岁以下者，“青少年”是指14—18岁以下者。本文中的“儿童与青少年专

业工作”①是指国家层面的官方机构和社会层面的非官方组织和机构为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和家长所

提供的各种综合性专业社会服务。此处的“国家”和“社会”分别是指提供此类服务的(官方)公立型机

构②和(非官方)自由型机构③。“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目的在于两点:一，确保儿童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即确保儿童青少年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包括广义教育)、能够达到成功的社会化过程；二，支持

和辅助儿童青少年的家长和监护人，使其具备教育子女的核心能力、能够为子女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

环境。

笔者之所以没有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这些概念，原因有二：第一，从服务

功能角度讲，在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是一个非常系统庞大的职业领域，它包含“从预防到咨

询到介入到治疗”等一系列功能的专业工作，而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这些概念只是该功能

链中“介入”环节中的具体工作领域；第二，从服务本质角度讲，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家庭，都涉及

“教育”和“环境”双重议题，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长既涉及对其自身的教育(广义教育和狭义教育)，也

涉及对其环境的构建和改善(如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因此，“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既面向儿童

青少年自身又面向其家庭或家长服务，具有兼顾个体与环境的双重视野。而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

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这些概念，意味着将“教育”和“环境”的双重议题强行分割分来、无法

系统性、科学性地应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需求和问题。

①德语原文是Kinder- und Jugendhilfe。

②德语原文是Öffentliche Träger。

③德语原文是Freie Trä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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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所以能构建高度发达、高度职业化、高度立法的“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体系，有赖于其

强有力的福利国家基础和法制国家框架、鲜明的构建原则（如辅助性原则）、独特的广义教育和社会教

育学思想。德国与自由经济型国家（如英美）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国家在确保公民权益、减少

社会差异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将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权利法律化；强调家庭功能具有二元

性，强调国家在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和教育功能方面具有一定责任和义务；“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体系的核心理论和思想基础来自于教育学和社会教育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哲学基础（心理学理论

只是其实践操作的理论依据、并不是方向指导性理论）。这些特点与英美国家均有着本质不同，它们

共同决定了:德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系统性“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体系。

尤其福利国家和法制国家的框架条件，使得德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立法(如12部《社会法典》)，

但每一部法典所包含的绝非仅仅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更为重要的是条文背后所隐含的核心思想，这些

思想构成立法的灵魂和基础，因而也对中国最具启示意义。在阐述具体法律体系之前，首先以“子女

教育”议题为例，分析德国社会立法中所体现出的“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儿

童青少年和家庭相关的立法思想。

三、德国社会工作立法的核心思想:以“子女教育”为例

首先，“辅助性原则”①作为福利国家的构建原则之一，明确了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四方之间

的各自功能与相互关系；其次，在当今德国，“家庭的社会化和教育功能应由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携

手完成”的这一基本立场，在“子女教育”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子女教育方面，首先应承担起责

任的是家庭。长期以来，无论是公众还是国家法律都认为：生儿育女、教育子女，纯粹是一件私事、只

是家庭自身的任务。但是，当代德国的社会立法已明确地体现出:国家和社会也承担着教育儿童青少

年的责任。

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家庭遇到子女教育问题和困难、但仍有能力教育

子女的情况下，国家及社会组织有义务支持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增强和促进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比

如为家长提供预防性家庭教育咨询)，协助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发展。这时，国家的角色是辅助者、

协助者、支持者；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最高监督权，监督家长或监护人履行教育和养育子女的义务。这

时，国家的角色是监督者；而当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家庭出现结构性问题、无力自助时，国家有权监

督家庭教育并采取适当干预。比如当家庭或父母教育子女失败时，国家应对其进行惩罚。如果家长

教育子女不称职、缺乏能力，依照德国法律，青少年事务局②作为（官方）干预机构有权将孩子从家中带

走，这一法律规定就是“惩罚”的一个例子③。也就是说，在家长角色缺位或失去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国

①“辅助性原则”涵盖两个层面: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层面，即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组织再到国家，自下而上，小

的社会单元首先应承担起自我责任和义务；另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辅助和支持层面，即从国家到社会组织到家庭再到个

体，自上而下，当小社会单元无力自助时，大的社会单元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和支持之，但目的是协助其恢复自助功能，

而不是取代其原有功能。因此在很多国家，“救济性”措施总是“最后一张网”。辅助性原则的基本思想是，一方面尽量

避免国家的涉入，国家的功能只是从属和辅助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权利得到国家资助，这一思想使得社会组织

（比如福利联合会）被置于国家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位置，并由此形成“新合作主义”。

②德语原文是 Jugendamt。

③当然，在德国历史中，国家对家庭的干预权也曾被滥用过（尤其在纳粹时期）。

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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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权撤销其监护权，并承担起临时监护权。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从监督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者的角

色，这时，公立型或自由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性质即为：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张威 2015a)。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儿童权利与家长权利之间会出现冲突。因此对家长教育子女

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需要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

德国《基本法》①第6条第2款规定:“照顾和教育子女是家长自然而然的权利，但首先也是其义

务。该义务是否得以履行，由国家共同体监督”（Art.6 Abs.2 GG）。《基本法》澄清了一点：“子女教育

权”同时与“子女教育义务”相对应。由此，法律界定了：“子女教育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孩子的

掌控权”或“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而应被理解为“照顾和教育子女、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义务”。法

律条文也清晰地表述: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②是所有条款的最核心准则，孩子的健康成

长不仅涉及个人和家庭利益，也关乎国家和公共利益。按照这一法律理解，家庭中的子女教育、养儿

育女，不再只是家庭事务和个人私事，国家和社会也需要共同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张威，

2015c）。

尽管国家和社会也承担着教育儿童青少年的责任，但也要尊重父母的利益和权利。如果家庭没

有能力履行其教育权利和教育责任，或者在此过程中遇到困难，国家必须构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

作”③助人体系，对其进行相应支持和协助。因此，在社会立法中，“支持与协助（家庭的）思想”处于所

有工作的核心地位。换而言之，如果家长在履行教育子女责任的过程中无法顺利完成任务、无力应对

困难和危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应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儿童与青少年

专业工作”体系首先应承担起一种“预防和辅助”功能，尽量避免“监督”功能，因为它会给服务对象盖

上耻辱的烙印。但是，如果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出现严重能力或行为缺失，从国家共同体的利益角度

出发，为了确保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国家必须承担起监督者角色(如青少年事务局)，对家庭的

子女教育事务进行干预。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④第1条至第8条规定，

这一(监督)任务也属于“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范畴。但在“支持和辅助功能”与“监督和干预功

能”两者之间，前者是工作重点。基于“支持和协助”的预防性立法思想，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各项服

务，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或家长开放，对服务对象没有“有无问题”的区分（Raetz-Heinisch，

Schroeer & Wolff，2009：114-115）。

因此，在德国，子女教育不单单只是家庭和家长的任务，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关乎国家和公

众的利益。按照辅助性原则，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在于家长和家庭。但是当家长遇到困难，国

家和社会也有义务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时国家的角色是支持者、协助者；当家长不具备教育子女

的能力时，国家的角色是监督者，甚至是教育替代者。在所有工作中，“支持和协助”的预防性思想是

重中之重。

但德国这一立法思想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尤其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

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演变规律显示出：德国的社会工作立法及其核心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干预到预防”

“从个体到环境”“从儿童青少年到家庭”的转变过程。社会工作立法思想更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前瞻

性和长远性，这种“强调预防”“兼顾环境”“面向大众”的社会工作思想与美国以“面向个体或问题群体

事后干预和治疗”为主导的临床社会工作观点有着本质区别。

①德语原文是Grundgesetz。

②德语原文是Kindeswohl。

③德语原文是Kinder- und Jugendhilfe。

④德语原文是SGB VIII/KJ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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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及其特征

在当今德国，涉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主要法典有：《基本法》、《民法典》第四部/《家庭法》、

《青少年法庭法》、《青少年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前身为《帝

国青少年福利法》），其中《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为最核心的法律依据。

《基本法》①第6条对家长教育和照顾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此进行监督，只有

在“儿童身心健康和教育受到危害”②的前提下，国家才可以“干预”、限制家长权利。这条法律体现了

“辅助性原则”所倡导的家长—儿童—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构成所有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相关的

社会立法的基础。如前文所述，依照辅助性原则，养育子女的首要责任和义务在于家长或监护人；若

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困难，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辅助和支持(或委托非官方机构提供该服务)，但这

种帮助不是为了取代家长的职责，而是为了协助其增强或恢复原有职能。只有在儿童身心健康和教

育受到危害、不能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国家才有权干预、限制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这时国家从“监督

者”“支持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者”。

基于《基本法》第6条，《民法典》③第四部/《家庭法》④第1626-1666条也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对家

长养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儿童的权利及其相互关系也作出了类似规定（Wabnitz，2009）。比如“谴责

暴力教育行为并追究法律责任”，在当今德国已成为一种法律现实。2000年7月6日德国联邦议会以

绝对多数票数通过：将“儿童拥有接受无暴力教育的权利”一点纳入德国《民法典》。《民法典》第1631条

第2款规定：儿童拥有接受无暴力教育的权利；禁止体罚、心灵伤害以及其他有损儿童尊严的教育措施

（ §1631 Abs.2 BGB）。换言之，在出现暴力教育行为时，法律认为：确保“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⑤

比强调“家长权利”更为重要。该法律规定既涉及儿童也涉及成人。它明确一点：所有儿童都有权利

获得一种无暴力的家庭生活体验。也就是说，儿童有权体验和学习：即使在冲突的情况下，家庭成员

也可以以非暴力的方式应对问题并共同生活。所有成人必须履行他们“以非暴力形式”教育子女的责

任。在德国教育机构中，暴力教育早已被消除。自2000年起，无条件禁止暴力教育的法律规定，在所

有教育场所生效，当然也包括家庭。

《青少年法庭法》⑥和《青少年刑事诉讼法》⑦与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司

法社会工作”⑧上。从组织形式上讲，这一工作领域属于青少年事务局负责，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

法律依据是《青少年法庭法》。按照《青少年法庭法》第38条，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在青少

年法庭的诉讼程序中，运用教育性、社会性和救助性观点协助刑事司法部门工作。但一个棘手问题在

于，在以惩罚为主的《青少年刑事诉讼法》范畴内，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中的教育思想虽能发挥一定作

用，但效果非常有限、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教育意图（张威，2015a）。

与“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核心法典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

①德语原文是Grundgesetz。

②德语原文是Kindeswohlgefährdung。

③德语原文是BGB（Bürgerliches Gesetzbuch），意为公民法典，简称民法典。

④德语原文是Buch 4. BGB（Familienrecht）。

⑤德语原文是Wohl des Kindes = Kindeswohl。

⑥德语原文是 JGG，全称是 Jugendgerichtsgesetz。

⑦德语原文是 Jugendstrafrecht。

⑧德语原文是 Jugendgerichtshilfe。也译为“青少年法庭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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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基于《基本法》第6条以及《民法典》第四部/《家庭法》第1626-1666条，该法典也将“确保儿

童的身心健康成长与教育”确定为其核心灵魂。与其他社会立法相比，《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

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显著特征在于：一、社会教育学思想和视角：对儿童青少年权利特殊性的理解、对

儿童青少年“成长”和“教育”的理解；二、社会生态系统思想和视角。

基于社会教育学的思想，《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对儿童青少年权利的理

解具有辩证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基于《人权宣言》之上所发展出的儿童权利，是具有成人化特

色和直接性的，这种成人化和直接性使得儿童权利在现实中很难实施和确保，法律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张威 2015a）。《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所倡导的是一种间接性儿童权利理

解，即它必须通过“环境”得以保障，尤其是家庭和家长的责任和义务是否得以履行。因此儿童权利保

护的实质更多是指：如何为其成长和发展确保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以及父母或监护

人责任和义务的履行。而此处，再次涉及前文提及的、由“辅助性原则”所确立的“儿童青少年、家庭/

家长/监护人、国家”三方之间的关系。

“社会教育学”对“成长与发展”、“社会化”和“教育”的理解以及“社会生态系统”思想，在《社会法

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体现得非常明确。在该法典中，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与发

展”的目标或出发点是:使他们成为“为自己负责”和“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由此该法典明确表述

了“达到成功社会化过程”的这一总体目标。除了独特的广义教育思想，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出发，

“努力为儿童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家庭环境）也成为该法典的另一个总体

目标。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条第1点规定:“每一个年轻人①都有权利在成

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以使他成为能为自己并能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该法典认为，“成

长”和“教育”这两个概念对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两个条件的好坏也直接

决定着儿童青少年能否过上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生活。因此，让儿童青少年实现他们的

权利(即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和教育)成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基本任务(Raetz-Heinisch，

Schroeer，Wolff；2009：56-57)。因此在促进儿童青少年“成长”“教育”方面，《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

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具有以下“双重视角”的特征：

第一个视角是从儿童青少年自身出发。儿童青少年是其成长过程的行动者。在成长过程中，他们

自身是积极主动的。“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应协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任务。“儿童与青少

年专业工作”将社会教育学工作地点视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这种环境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

“助人形式”，比如启蒙、教育、咨询、危机干预。

第二个视角涉及构建社会生态环境。“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需要积极构建儿童青少年的社会生

活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符合儿童和家庭需求的社会环境，都属于社会生态环境，它们是个人成

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简而言之，该法典中的“成长”与“教育”概念，需要在双重内涵中理解。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在儿

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教育主体即儿童青少年的帮助；二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在这种

“成长”与“教育”的交叉互动式理解中，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积极的主体(儿童与青少年)，另一

①《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7条对一些重要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年轻人”是上位概念（所有

27岁以下者），包括儿童（14岁以下者）、青少年（14岁以上-18岁以下者）、年轻的成年人（18岁以上-27岁以下者）；“法

定监护人”概念与《民法典》第 1626-1909条中的界定一致:指孩子的父母或父母一方、或监护人（《民法典》第 1773条

等）、或寄养者（《民法典》第1909条等）（Wabnitz，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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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积极的环境(即微观、中观、外部、宏观层面的社会生态环境)(（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

2009：64-65）。

因《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与“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关系最为密切，是

其核心法典和法律依据，故下文以该法典为例进一步阐释。

五、德国《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核心概览

（一）《社会法典》和《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

从1976年起，德国开始组织将所有社会立法整体编入《社会法典》，截止2005年共完成编篡12部

《社会法典》。该法典明确规定和表述了公民的各种社会权利，比如在受教育、（促进）就业、社会保险

以及医疗赔偿等方面的权利。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公民社会权利比如是:公民获得“儿童与青少年专业

工作”服务的权利、寻找工作者获得“基本保障”的权利、高龄就业者或劳动能力受限者获得“基本保

障”的权利、残疾人获得“协助其融入社会的服务”的权利等等（Wienand，2006：17）。从1976年起，《社

会法典》的以下12部法典开始法律生效(见表1)。没有被编入《社会法典》的社会福利领域有:接受教

育和培训的资助①、(父母)教育子女补助金②(2007年起改为父母补助金)、子女补助金③、住房补助金④。

表1 联邦德国《社会法典》的12部法典一览表

《社会法典》序号
《社会法典》第一部
《社会法典》第二部
《社会法典》第三部
《社会法典》第四部
《社会法典》第五部
《社会法典》第六部
《社会法典》第七部
《社会法典》第八部
《社会法典》第九部

《社会法典》第十部

《社会法典》第十一部
《社会法典》第十二部

立法内容
概述部分
寻找工作者的基本保障
劳动就业资助
社会保险的总体规定
法定医疗保险
法定养老保险
法定事故保险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残疾人员康复与社会参与
行政诉讼程序；社会数据保护；福利保障与社会服务机构的相互合作及

其与第三方的关系。
社会护理保险
社会救济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社会法典》）

针对提供福利保障待遇和社会服务的机关、单位、机构、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公民若有异议，可以在

两类法庭启动法律途径:社会法庭和普通行政法庭。社会法庭负责的事务范畴为:社会保险、寻找工

作者的基本保障、社会救助、社会赔偿等；普通行政法庭负责的事务范畴为:公务员福利保障、儿童与

青少年专业工作、劳动就业资助、住房补助金等（Wienand，2006：19）。当启动法律诉讼程序时，普通

①德语原文是Ausbildungsfoerderung。

②德语原文是Erziehungsgeld。每周工作时间低于30小时的家长一方，可以在征得雇主同意后，在家里照顾孩子并获

得（父母）教育子女补助金，补助金额约每月300欧元，最长时间两年。2007年起该补助金被“父母补助金”（Elterngeld）

替代。

③德语原文是Kindergeld。按照父母收入、子女数量、子女年龄的不同，子女补充金每个孩子每月约为184欧元到221

欧元。孩子从出生起可以获得该补助金，直至就业，最晚至25岁结束。但若子女拒绝服军役或民役，则无权获得该补

助金。

④德语原文是Wohng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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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庭与社会工作领域的关系较为密切。

因此，德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与社会立法尤其是《社会法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法典

12部大部分为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性立法，它们为执行这些政策与法律的微观层面的社会工作提供

了最有力的法律依据、法律基础和框架条件。其中《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与

社会工作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为社会工作功能目标的确立、服务领域的细化、实施机构的合作、人员和

资金的保障又进一步提供了详尽的法律依据和基础。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共含十章、约140个法律条文(见表2)，其中对“儿

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第11-60条)。

表2 联邦德国《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十章一览表

章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内容
总体规定(适用于以下所有章节以及对整部法典的基本理解)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服务项目与内容”

(该章的法律条文对社会工作最为重要！)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其他任务”

(国家任务、儿童青少年保护方面的重要社会工作任务)
社会数据保护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机构、合作、总体责任

(对了解公立型和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整体体系

很重要！)
(联邦和联邦州层面的)核心任务
负责单位、费用报销
费用分担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统计(数据)
惩戒与罚款规定

法律条文
第1-10条

第11-41条

第42-60条

第61-68条

第69-81条

第82-84条
第85-89h条
第90-97c条
第98-103条
第104-105条

（资料来源:Wabnitz,2009,第19-20页；《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

（二）社会立法或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三角关系

在前三章的结尾处，《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对以下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进行了规定，该关系也被称为“社会立法或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三角关系”（见图1）：“年轻人、

法定监护人”、“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该法第7条对一些

重要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年轻人”是上位概念(所有27岁以下者)，包括儿童(14岁以下者)、青少年

(14岁以上-18岁以下者)、年轻的成年人(18岁以上-27岁以下者)；“法定监护人”概念与《民法典》第

1626-1909条中的界定一致:指孩子的父母或父母一方、或监护人(《民法典》第1773条等)、或寄养者

(《民法典》第1909条等)(Wabnitz 2009,29页)；“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是指国家、官方、政府

的社会工作机构(如青少年事务局)；“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是指非官方、非政府的自由型社

会工作机构，又分非营利(如六大顶级福利联合会)和营利两种类型。

“社会立法或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三角关系”如下:“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即国

家)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即社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由《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

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3条、第4条以及第74条等确定，属于《公法》范畴；比如按照第4条，公立型儿童

与青少年专业机构(即国家)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即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伙伴式的合

作关系；若存在某种社会服务需求，社会组织具有举办该项服务的优先选择权；在具体操作层面如确

立目标、实施服务内容与组织结构管理方面，社会组织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国家有义务对社会组织进

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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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助。

“年轻人、法定监护人”（即服务对象）与“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即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

由《社会法典》第八部所规定的(公立型机构的)客观性法律义务以及(年轻人、法定监护人可能拥有

的)法律资格（或合法要求）确定（如第24条、第27条、第30条等），属于《公法》范畴。（公立型机构的）客

观性法律义务是指：按照某个法律条文，国家虽然有义务提供某类服务，但服务对象并不拥有享受此

类服务的合法要求(若他得不到服务，无权提出法律诉讼)，比如第11条第1点：青少年工作(开放性和

预防性工作、面向全体儿童和青少年)；(年轻人、法定监护人可能拥有的)法律资格(或合法要求)是

指:按照某个法律条文，如果服务对象符合相关条件并呈交相关材料，那么国家必须确保为其提供相

关服务、服务对象拥有合法要求，比如第30条:教育辅导员、教育照管员(介入性工作、面向有问题或有

需求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

“年轻人、法定监护人”(即服务对象)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

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属于《民法》范畴(Wabnitz 2009，46页)。

图1 社会立法、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三角关系

(资料来源: Wabnitz ，2009，46页)

（三）《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主要任务

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60条，“儿童与青少

年专业工作”的主要任务含“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两部分。

11..““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的““服务项目与内容服务项目与内容””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二章第11-41条规定了以下四种任务类型或工

作方向的服务项目和内容(Leistungen)(见表3总结):

第一类任务是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第 11-15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

容:青少年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教育性儿童与青少年保护工作等。青少年工作与青少年社会工作

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法律体系

·· 37



社会工作2019年第1期

社会工作 2019年 第1期

的区别在于:青少年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的开放性工作①，比如校外教育、业余生活与体

育活动、青少年之家或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而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

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个重要的服务领域。这一类任务主

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第二类任务是促进对家庭的教育(第16-21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家庭培训、家庭咨

询、家庭休养、分居咨询和离婚咨询等，其目的是面向家庭和成人，协助其建立良好和睦的夫妻关系和

家庭关系，正确处理分居和离婚等情况。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长。

第三类任务是促进日间照管机构中儿童的成长(第 22-26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托

儿所、幼儿园、小学生课后照管机构、自发组织的团体等。在此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德国,幼儿教

育属于社会教育学②的工作范畴，其财政开支和人员数量在社会教育学领域中所占比例最大。这一类

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其功能很清晰: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使年轻父母减少或摆脱育儿和工作

之间矛盾的困扰。

第四类任务是协助、补充家庭教育或替代家庭教育、协助精神残障的儿童青少年融入生活、帮助年

轻的成年人(第27–41条)，其中又包括以下两类服务项目和内容:一类是流动型、协助或补充家庭教

育的工作，如家庭教育咨询、小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另一类是固定型/住所型、替代家庭教育的

工作，如寄养家庭、收养家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③等。“流动型”一词基于社会工作形式和框

架中的“来结构”④和“去结构”⑤:“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来到社会工作机构或服务处，主动上门寻求帮

助，比如家庭教育咨询；“去结构”是指社会工作者来到服务对象处(如服务对象家中或者经常逗留的

地方)，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比如家庭社会工作、街头社会工作。因此此处所说的“家庭社会工作”是

专指社会工作者进入案主家中开展工作，一般来讲,不超过6—8周，每周3-5次。“固定型”一词是指服

务对象较长时间地处于一个固定住所或机构中，比如寄养家庭或者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⑥。其

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面向所有无监护人以及有监护人、但因各种原因其监护人不具备抚养

和教育能力的儿童与青少年，或者是面向被忽视、身心得不到照顾、无法得到教育的儿童与青少年。

也就是说，“流动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而“固定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临时性或

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

以上四种类型的任务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服务项目和内容。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

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自身，第二类和第四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青少年的家庭和家长。承担和

提供这些服务项目的可以是国家/官方机构(公立型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自由型机构，如六大

顶级福利联合会)。《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3条对公立型与自由型机构的合

作关系以及双方义务进行了规定，按照该条法律，自由型机构“可以”承担这些任务，而公立型机构则

①开放性工作:是指这类工作机构面向所有人开放，即对服务对象没有选择性。因此开放性工作大多属于预防性的社

会工作。

②社会教育学（Sozialpädagogik）的概念界定见后文。

③德语原文是Kinder- und Jugendheim。

④德语原文是Komm-Struktur。

⑤德语原文是Geh-Struktur。

⑥德语原文是Kinder- und Jugendheim。

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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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法律义务、“必须”承担这些任务①。

表3 联邦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服务项目与内容”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1-41条）

任务类别

或

工作方向

法律条文

工作领域

促进儿童青少年的成长

第11-15条

青少年工作

青少年社会工作

(包括青少年就业社

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

教育性儿童与青少

年保护工作

...

促进对家庭的

教育

第16-21条

家庭培训

家庭咨询

家庭休养

分居和离

婚咨询

...

促进日间照管机构中

儿童的成长

第22-26条

托儿所

幼儿园

小学生课后辅导

与照管机构

自发组织的团体

...

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

教育、协助精神残障的

儿童青少年融入生活、

帮助年轻的成年人

第27–41条

流动型协助或补

充家庭教育的工作(如

家庭教育咨询、小组社

会工作、家庭社会工

作)

固定型替代

家庭教育的

工作 ( 如寄养家

庭、儿童与青

少年寄宿教养机

构)...

（资料来源:《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1-41条）

22..““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的““其他任务其他任务””与主要难题与主要难题：：

除了上述任务之外，《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三章第42-60条列举了“儿

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所需完成的“其他任务”(andere Aufgaben)。此处的“其他任务”(第42-60条)是

指主要由国家/公立型机构承担和完成的任务，即这些“其他任务”只属于公立型机构的权限和责任范

围。但《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76条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国家也可将部分

任务移交由自由型机构承担或完成。

“其他任务”主要是属国家权限和国家责任的任务，此类任务与《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最初

的历史根源有关，比如警察法②和济贫法③中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问题的国家行为或措施。当

然今天《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出发点已不再是“国家监督与社会控制”，其重心是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幸福，社会教育学/社会工作的观点处于核心地位。正是出

于这一原因，此类任务没有被列入警察局、法院或其他行政范畴，而是被列为青少年事务局这一社会

教育学/社会工作专业官方机构的任务，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工作方法层面，此

类任务都充满社会教育学/社会工作的专业特点（Jordan ，2005：219）。

但与第二章第11-41条所列举的“服务项目与内容”相比，第三章第42-60条所列举的这些“其他

①该法典对于公立型和自由型机构责任和义务的描述和用词共分三种:“必须”、“应该”、“可以”。前两者表明具有法律

责任和义务（如公立型机构），后者则表明没有法律责任和义务、在具备条件和意愿时“可以”提供社会服务（如自由型

机构）。

②德语原文是Polizeirecht。

③德语原文是Armenrecht。

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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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具有明显的强制“监督”、“介入”、“干预”性质。比如第42-43条出于对儿童青少年保护的干预

措施（将子女带出家中）、第44-49条关于寄养许可的规定、第50-52条关于青少年事务局参与法庭诉讼

程序义务的规定、第52a-58a条关于青少年事务局在未成年人教育辅导、寄养、监护等方面的任务。在

所有“其他任务”中，青少年事务局的核心任务是以下两个：一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事务①；二是在“监

护法庭”②、“家庭法庭”③和“青少年法庭”④诉讼程序中，参与配合法庭的工作。

青少年事务局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事务是指三方面的工作：（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辅导、寄养、监护，

《民法典》第1712-1717条和第1793-1836条对此作出规定。这些工作又分两个层面：一，按照《社会法

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53条第2点规定，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寄养者、教育辅

导者提供咨询和支持；二，按照《民法典》第1791b-1791c条规定，当某个未成年人缺少一个合适的监护

人、寄养者、教育辅导者时（如弃婴、父母双亡、家长丧失或不具备养育子女的能力），或者当孩子父母

未婚尤其是孩子母亲是未成年人时，青少年事务局作为官方机构必须承担起这些角色，法律称之为

“官方监护”⑤。

这些工作要求青少年事务局的专业人员既要具备教育能力，又要具备法律和财政补助等常识。虽

然按照《基本法》第6条国家有义务监督家长的教育责任，具体任务由青少年事务局执行，但“为家长和

监护人提供咨询”的任务优先于“监督”，青少年事务局没有权利“向家长发号施令”，它属“监护法庭”

的责任范围。只有在通过咨询也无法解决被监护人问题的情况下，按照第53条第3点第3款，青少年

事务局才能通知“监护法庭”，以便核查并依据《民法典》第1837条决定是否进行干预（Jordan，2005：

221-226）。

在“其他任务”中，青少年事务局的第二个核心任务是参与配合法庭的工作。其法律责任主要体现

在：作为官方的专业社会教育学/社会工作机构，它有法律义务参与并协助“监护法庭”、“家庭法庭”和

“青少年法庭”工作。《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50-52条中提到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50条第1点和第2点规定：在“分居和离

婚诉讼程序”⑥中，如果涉及子女，尤其是监护权问题，青少年专业工作必须参与其中。青少年事务局

的任务比如是：为夫妻提供分居和离婚咨询（《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 17

条）；当双方出现争执以及儿童身心健康和利益无法确保时，参与“家庭法庭”的诉讼程序；向“家庭法

庭”提出社会工作专业观点并表态⑦，其中包括：基本观点、家庭状况描述、子女状况和子女愿望、父母

双方对未来养育孩子的想法、已为其提供的“青少年专业工作”服务、心理社会调查结论、社会教育学/

社会工作性结论或建议（Jordan，2005：230）。

第二，《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50条第3点规定：在民法儿童保护⑧领域，

青少年专业工作必须参与其中（《民法典》第1666条）。比如在儿童身心健康受到威胁或无法保障的情

况下，出于对儿童权益的保护，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通知“家庭法庭”。当然，在何种条件下才有此必

①德语原文是Vormundschaftswesen。

②德语原文是Vormundschaftsgericht。

③德语原文是Familiengericht。

④德语原文是 Jugendgericht。

⑤德语原文是Amtsvormundschaft。

⑥德语原文是Trennung und Scheidungsverfahren。

⑦德语原文是Stellungnahme。

⑧德语原文是zivilrechtlicher Kindersch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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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青少年事务局拥有“判断余地”①。它需要甄别判断三方面的情况：根据《民法典》第1666条，是否存

在“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受到威胁②”这种情况；家长是否不愿意、也不具备能力应对这一威胁；其他方

式（比如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其他服务项目）均已无效、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当然，现实中，这一法律规

定经常使青少年事务局陷入窘境或棘手状态③：一方面，其工作意图是尽可能协助家庭改善其社会化

条件、帮助其克服危机；另一方面，它也必须持续考虑：家长和家庭系统是否具备“确保儿童身心健康”

的能力和条件。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家长权利”和“儿童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青少年事务局“通

知家庭法庭”常常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④；当然，“是否撤销家长监护权”，这种决定只有法庭（监护法

庭/家庭法庭）有权作出；此外研究数据显示：“撤销父母监护权”⑤的决定只涉及0.05%的未成年子女，

大多情况下青少年事务局不需要启动法律程序就可以应对“儿童身心健康受到威胁”这一问题（同上，

231页）。

第三，《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51条规定：在“家庭收养诉讼程序”⑥中，

青少年专业工作必须参与其中；

第四，《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52条规定：在《青少年法庭法》的诉讼程

序中，青少年专业工作必须参与其中（Jordan ，2005：227；230-237）。比如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参与青

少年法庭的工作，具体体现在《青少年法庭法》第38条所规定的“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⑦上，即来自青

少年事务局或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⑧的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需要参与到青少年法庭针对某青

少年（14-18岁的青少年或18-21岁的准成年人）的诉讼程序中（比如偷窃、抢劫），其任务是：了解该青

少年的个性和成长过程，在青少年法庭上为法官提供有关该青少年日常生活环境和成长状况的专业

报告，并向法官提出：对该青少年进行“教育”或“惩罚”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并负责监督这些措施的实

施过程，比如强制性参加由社会工作者主持的“行为训练小组”⑨、到某养老院义务服务、到沙滩义务打

扫清洁等。在此，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所承担的角色并不是青少年的辩护人。通常，自由型机构一

般不承担此类任务，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受国家委托承担这类“其他任务”，也就是说，青少年事务

局可以委托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承担此类任务。因此，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并

不是司法系统的雇员，而是社会工作领域的社工，其任务是协助青少年法庭工作，向法官提交报告和

建议，并在诉讼程序结束后为青少年提供相关服务，并对其进行监督。但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的主要

思想是“教育”，而司法系统的主要原则是“惩罚”，在实际工作中，社会工作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合作经

常会出现冲突和不尽人意的情况。

青少年事务局必须参与配合法庭工作的这一规定，为其带来很多困难和难题，因为在此，需要多种

职业共同配合和协作，尤其是社会工作与司法系统的合作。在现实工作中，青少年事务局与司法系统

之间常常出现“功能冲突”。司法系统的功能主要是调停各方冲突、惩罚犯罪行为，而青少年专业工作

①德语原文是Beurteilungsspielraum。

②德语原文是Kindeswohlgefaehrdung。

③德语原文是Gratwanderung。

④德语原文是ultima ratio。

⑤德语原文是Entzuege elterlicher Sorgerechte。

⑥德语原文是Adoptionsverfahren。

⑦德语原文是 Jugendgerichtshilfe。

⑧在此，该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受青少年事务局委托承担此项工作。

⑨德语原文是Trainingsgru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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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是确保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两种功能并非总是一致，而且问题在于：无法将一种

功能置于另一种功能之下，两者属于并存关系。因此这种“功能冲突”常常导致青少年事务局与司法

系统之间出现各种问题与矛盾（Trenczek，2003）。未来双方之间如何协调关系、平等合作，成为一个重

要议题和挑战。

青少年事务局所遭遇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家长权利”与“儿童权利”之间的冲突。《社会法典》第八

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核心思想是确保“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与“家庭幸福”，青少年

事务局被委托承担这一职责，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尤其是当“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受到威胁”或

“家长或监护人不具备教育子女能力”时，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对父母进行监督甚至启动法律程序进

行干预，必要时“家庭法庭”会作出“撤销父母监护权”的决定。这时就会出现“家长权利”与“儿童权

利”之间的冲突，极端情况下甚至会爆发“青少年事务局与家长之间的战争”。未来如何平衡两者之间

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和挑战。

从分析《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

他任务”(第42-60条)可以看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分为两大类:一是面向儿童

青少年群体本身，二是面向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微观系统和环境如家庭，后者又分为支持和辅助家庭的

工作以及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而所有工作的重心是支持和辅助家庭！这一工作重心的确立与该法

典明确的思想基础密不可分，即“社会教育学”思想和理念，其中包括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成长”“社会

化”的理解。

六、对中国社会工作立法的启示

德国社会工作的高度职业化与其高度的社会立法程度密不可分。社会工作立法使得社会工作作

为一种职业和行业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和财政基础，加之德国官方社会工作机构（如青少年事务局）

所承担的核心统领作用，以及辅助性原则所确立的官方公立型机构与非官方自由型机构之间的伙伴

式合作关系，使得社会工作职业领域拥有坚实的法律依据、财政基础、机构和人员保障。而社会工作

高程度的立法化又基于德国较强的国家性、较高的政治同一性、较强的理论和系统性以及辩证性思维

传统。而这些特征均与中国非常接近，中国作为兼有自由经济型国家和福利国家特征的中央集中管

理型国家，具有极强的国家性和政治同一性，它决定了中国社会工作“以国家为本”“政府主导”的发展

框架和方向，而这一发展方向的核心推动力是“社会立法”，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立法”。社

会立法本身即是一种国家行为和国家措施，笔者认为，若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实质性

发展，必须启动社会立法这一决定性环节，立法是财政保障、机构保障、人员保障的基础，也是社会工

作职业赖以生存的发展的驱动力。

除了立法的必要性，在如何立法方面，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法律体系也为中国提供了宝

贵的思考框架。其启示在于：社会立法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应对社会问题，但一部成熟的法典需要具有

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系统的长远规划，而不只是“应付眼前的问题”。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德国走过了

70年从干预到预防的弯路，这对中国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如何在立法之初确立清晰的思想基础、从长

远角度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其法典对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因两国的经济基础

和体制框架不同），而是其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尤其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法》的社会教育学思想、对儿童青少年“成长发展”“教育”的理解、面向个体与环境工作的双重视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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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预防为主、兼顾干预的原则，都为中国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的社会立法提供了宝贵的思

考框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立法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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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he Legal System of Germany's Profession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ServicesThe Legal System of Germany's Profession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Services““School of Public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Zhang Wei•28•
One of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s the legisla-

tion of social work. This paper takes Germany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legal system，ideological char-

acteristics and main tasks of „profession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services“. In particular，the main tasks

of „Social Law Act“VIII/Law of Profession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Services (SGB VIII/KJHG) reflect

in two aspects: the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own and the services facing social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To support and assist the family is the focus of all of the work. It's social pedagogical ideas，sci-

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dual per-

spectives of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work，and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prevention and giv-

ing consideration to intervention，provide a valuable thinking framework for China's social work legisla-

tion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adolescents and family work.

（（33））Space and EmpowermentSpace and Empowerment：：A Practice Research Based onA Practice Research Based on““X Vcare CenterX Vcare Center””
JIN Lian LU Wei WANG Yuan CHEN Li WU Wenmei •44•

Social work service provided by medical social workers is a practice which includes complex ele-

ments such as time, space, experience, subject etc. This practice can produce space, in which it can also

produce beneficial social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 and realize the patients’empower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shared experience formed between both the patients and social workers. This paper takes

SZCH’s Vcare Center as an example and uses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 analyse the process

and features of Vcare Center’s production. What’s more,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is also introduced to

get an insight into the brief and dynamic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an empowering space, which is car-

ried out by medical social workers.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col-

lected and analysed research materials, and reveals the empowerment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in this specif-

ic space--the reshaping of social connections, the symbol production of on-site interaction and the forming

of power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All these practice can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intervention

study of social workers’professional service.

（（44））Research on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Research on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Take the "Double Hundred Plan" CollaborativeTake the "Double Hundred Plan" Collaborative
Action as an ExampleAction as an Example

LIAO Qi-neng ZHANG He-qing•54•
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is influenced by both em-

pirical science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environment from the research on relevant literature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upervision

mode of case work and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mode emphasizing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rooted in community has been ignor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author's collaborative action pro-

cess of one and a half year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ollaborative action (supervision) mode of Guang-

dong“Double Hundred Plan" characterized by dual capacity building , aiming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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